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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分为“谈话录”，是胡乔木二十多次谈话的纪录。其中有一篇1985-1986年
、即这项工作开始前几年他同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的谈话记录，因属于同一个主题故一并收入。这些
记录未经过他本人审定，但多是根据录音整理，只作了必要的文字修饰。第二部分分为“初拟稿”，
是按照胡乔木生前拟定的题目，并根据他的谈话精神撰写的19篇文稿。在写作这些文稿时，查阅了大
量的文献档案及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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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作者简介

胡乔木（1912年－1992年12月10日），原名胡鼎新，1912年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市。1930年至1932年就读
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1941年2月
起至1966年，任毛泽东的秘书。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新华社社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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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部分 谈话录  一、关于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想（一）    （1990年2月19日）  二、关于
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想（二）    （1991年8月28日）  三、关于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
想（三）    （1991年9月6日）  四、关于皖南事迹和陕某宁边区建设    （1990年9月6日）  五、关于陕某
宁边区政治经济建设的一些问题    （199年11月15日）  六、关于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政局    
（1990年15月23日、6月8日）  七、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
”   （1990年4月7日、5月24日、1991年3月20日、4月8日、11月23日）  八、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1991月10月25日，1992年1月4日）  九、关于历史问题决议和七大    （1991年11月30日）  十、关于重
庆谈判    （1990年11月7日）  十一、关于延安美军观察组和赫尔利斡旋    （1990年11月30日）  十二、
关于战后国际形势    （1990年9月12日）  十三、关于战后国际形势    （1991年11月1日、12月17日）  十
四、关于《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    （1991年12月21日）第二部分 初拟稿  一、皖南事迹和打退第二
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二、陕某宁边区施政纲领  三、陕某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议  四、苏德战争、太平洋
战争和中国政局  五、编辑党的历史文献  六、整风运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  七、驳第三次“左
”倾路线的“九篇文章”和“历史草案”  八、大生产运动和组织起来  九、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
第三部分 胡乔木谈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后记增订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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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精彩短评

1、史料价值很高
2、客观公正的评价了毛主席的智慧和伟大的一生,胡老确实中共中央一支笔!年轻的读者不要错过,有可
能帮助一生.好幸福啊!
3、虽然是扯淡，为毛涂脂抹粉，但是可以结合一些学者的研究一起看，看看怎么为了政治需要捏造
历史。
4、是本好书,对研究中国上个世纪40年代的历史,是很好的材料
5、可能是库存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再折扣幅度再大点更好。
6、胡搞这本书还是很认真的，选取了毛理论的几个方面，详细介绍了形成的过程。
7、 （A755 H494）重点阅读了涉及土改、延安文艺座谈会、整风和“革命胜利前夜”的部分；“谈话
录”与“初拟稿”比对，可一窥胡乔木思考与写作方式，第三部分所收“毛主席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
”有启发。
8、很有收获，很真实。
9、可惜写的太晚。没有看清楚哪三篇是胡读过的。晚年的胡总结出不少毛的道道，这个侧面清晰，
非常珍贵。这本书也可以当作创业指南来读。
10、可惜，胡乔木没说完就走了。
11、值得一读，党史重要参考。
12、写作组为曾经的秘书做秘书，爆了也确认了不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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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精彩书评

1、　毛泽东善做文章，喜欢在文武两条战线上与蒋介石斗，因而在他的“英雄时期”，也伴随着几
个会做文章的秘书，像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等。晚年他仍然信用演员出身的江青和写文章发迹
张春桥、姚文元，遗憾的是他的秘书中，却只有像张玉凤这样“收收发发”的人物了。　　自１９４
１年２月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开始，胡的命运就与毛紧紧联系起来。“红楼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判爱
憎！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心影听潮生。”这是胡７０自寿的诗句。１９９１年下半年，受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的启发和鼓舞，胡开始组织人员写作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回忆录
。围绕４０年代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问题，胡与编写组先拟定了一些题目，然后由他和写作者谈话，再
由写作者写出初搞，最后由他审阅修改。１９９２年９月胡逝世，这部未完成的书稿分“谈话录”与
“初拟稿”两部分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出版，取名《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１ 民主的“样子
”　　毛泽东的民主观是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它的本质是集中而不是民主、是“一元化”的长官
意志而不是多元化的民众意愿。但由毛修改定稿、１９４１年１月边区第二届参政会通过的《陕甘宁
边区施政纲领》却有远为丰富的民主内容。　　比如“三三制政策”纲领第五条：本党原与各党各派
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立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
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及边区行政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
，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
孤行，把持包办。（页１３７）　　纲领还有保障人权、实行自由贸易、奖励私人企业、对官员实行
“俸以养廉”原则这些共产党掌管全国政权后闻所未闻的内容。边区的一切毫无疑问是共产党人控制
，《施政纲领》究竟实行到何种程度还需要考证，但无论是非共人士参与政权组织的规模还是非完全
公有制的经济形式，当时的边区都代表着共产党制下民主化的最高程度。　　边区是“中华民国”的
一个“特区”，共产党要和国民党斗，民主是一个旗帜。制定这个纲领的动机是要“做一个样子给全
国看，给全国一个参考，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本。”（页１３５）“样子”是做出来给外人看的，并不
是真的要实行。至少，当时的参议员就不一定能保得住生命。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１日，边区临时参议
会副议长刘少白就由康生主持批斗；９月２６日，边区参议员牛友兰又受到批斗：他的鼻子被铁环穿
起来由他的儿子牛荫冠牵着游街，牛被活活斗死。（１）值得注意的是，刘少白是经王若飞介绍入党
的秘密党员，他的女儿、女婿（１９３３年被国民党杀害）均是著名党员；他的另一个女儿嫁给后来
的中组部长安子文；至于牛友兰，不但本人积极输财支持革命，其子牛荫冠也为晋绥著名党员。刘、
牛都是革命之家，仍免不了批斗，那些“民主人士”还想真的“参政”？　　２ 皖南事变与毛泽东　
　１９４１年的“皖南事变”诚然是“千古奇冤”，但由于中共处置得法，军事上的失利转而成为政
治上的胜利。胡归纳为四条：蒋介石消灭新四军的阴谋破产；争取了中间派；国共两党的地位正发生
有利于中共的根本性变化，中共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其实还可以补充一条对党内整风的意义。
经过遵义会议以来几年的经营，毛泽东已成为党和军队的实际领袖，但他的思想和意志还没有彻底落
实到党和军队之中。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他还耿耿于怀地说：“那时候，新四军在项英手上，八路
军在彭德怀手上，那时一个北方局，一个东南局，还有一个山东分局，甚至连陕西省委都不听我们的
话。”（２）同时他与王明等“国际派”的较量也余波荡漾，回浪时生，因此才要在１９４１年开始
“整风运动”。“整风”的对象，是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上来的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及此
前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中央领导，不把他们整下去或改造过来，毛就不能巩固他的权威。发
起运动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皖南事变既提供了理由也提供了契机：项英的失败证明他所代表的路线
是不行的；项英的失败使毛可以派刘少奇去掌握新四军，使王明等人失去潜大的实力支持。　　事变
发生几天后的１月１５日，毛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的政
策，没有反磨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过去我们认为是个别错误，但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成了路
线错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
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便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页１９１）　
　对于敏于政治斗争的毛泽东来说，“皖南事变”使项英的错误“扩大起来”，军事失败的本原是路
线错误，这就是没有联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毛泽东把“皖南事变”变成党内整肃的有
力支持。当他认为项英在江西苏区时犯了左的错误、在抗战初期犯了右的错误时，作为整风主要对象
的王明已经呼之欲出了。这当然不是毛泽东的任意联想：在苏区，项英就是王明路线的一员大将，对
毛泽东不以为然；抗战初期，他的东南局隶属于王明的长江局。代表毛掌管整风的康生在一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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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说：延安存在着一个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专门散布对蒋介石的信任来瓦解党，王明、博古、张闻天和
周恩来等都是其成员，中央不久将讨论他们的错误。这些人对新四军的失败和国民党特务大批渗透到
延安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３）　　新四军的失败和项英错误的暴露，使王明难逃被彻底清算
的命运。正像西路军血洒祈连后，张国焘再也没有实力与毛抗衡一样。　　３ 历史的用处　　４０年
代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的王世杰曾对周恩来说：　　你们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这在国
民党是不会这样搞的。（页１０）　　从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到通过《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总结历史是延安整风的主要手段，也是毛泽东崛起的合法性、合理性论证。按胡的说法，启
发毛使用这一手段的，恰恰是整风的主要对象王明：“王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１９３０年写的《为
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提出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
就成了一个问题，这就要算历史帐，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页４５）　　整
风要清算党内的教条主义，要清算一批从莫期科回来的留学生。此前，他们已经向毛臣服，一般已经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对于毛来说，这还不够，还必须在全党肃清他们的一切影响以便让毛泽东思想
来挂帅。因此，随毛在党内地位的加强，路线之争也就提上了日程：　　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
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的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辑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
、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４８）　　一堆历史文件就有这么大的效力
，在于这些材料是毛泽东搞的。　　其实毛本人，由于多年在报纸都看不到的山沟上打仗，对中央情
况也不甚了然。正是“在编辑的过程中，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从中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两条路线
的问题。”（页４８）１９４１年秋，毛在《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认
为四中全会主要的和根本的方面是好的，第三次左倾路线是从“九一八”才开始的。除了团结方面的
考虑外，主要原因是：　　毛主席对四中全会不了解，情况不熟悉，对王明小组织也不很清楚。�对博
古的错误虽然知道，但还牵涉一些同志，他对这些同志的来龙去脉是逐步弄清楚的。⋯⋯中央整风，
回顾了历史，提出了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问题。⋯⋯《决议》最初从四中全会说起，后
来说不够，往前说到六大，后来还说不。⋯⋯说到党的成立。（页６７）　　这就建构了以毛为代表
（另外还有刘少奇）的正确路线与以陈独秀─ 瞿秋白─ 李立三 ─ 王明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为格局的党
史，�毛后来的思想有许多变化，独此一路线斗争史，他终生确认。　　历史问题清算了，现实的权力
分配也就清晰了，错误路线的代表者要一一检讨才能留用；正确路线的代表者毛、刘执掌主要权力。
　　总结历史是为现实服务。延安时期的最大现实，是确立毛的领袖地位，是清洗一切与毛不同的人
物和思想。《决议》并不是完全客观的，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几十年后认为，《决议》过分突出了毛
泽东，有的地方还抹煞了历史，比如农民运动就不是毛的发明：“在毛主席以前，有的同志已经从事
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页６８）　　如果不过分
突出毛泽东，历史又有什么用？　　４ 整风的压力　　１９４１年９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整风运动
的开始，毛在报告中没有点名地概括批判了王明路线的主要错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
等都作了至少一次的检讨，他们都承认１９３２─１９３５年间，中央路线的错误，但对王明集团起
的六届四中全会有不同看法，还有人认为它基本正确，王明顶得还很厉害，“各说各的，没有统一思
想。”（页１９９）毛泽东的目的没有达到。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１日，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
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
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页２３２）── 毛泽东不会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
但仍要说“一致认为”，表明他还得牵就一些，表明整风还需加温。　　毛有的是办法贯彻自己的意
志。会上有异议，就先停下来，在会外下功夫：　　── 重新解释历史。会后即成立历史清算委员会
，�从历史上证明王明等人一贯错误，总结出党内路线斗争的规律；　　── 重新组织队伍。当时的政
治局和书记处是王明的人居多，�毛必须撇开现有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建立自己的班底。一是重组书记处
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后期，毛即要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对刘的一路行程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刘回延安后不久即成为仅次于毛的书记处第二把手、总学委副主任，鞍前马后地为毛泽东效力；１
９４１年９月已成立了以毛为组长的高级学习组，但当时任命的副组长王稼祥恰恰是毛要清理出局的
人物，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２日重新成立领导一切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康生出任副主任。后期整
风由毛、刘、康牢牢控制；　　── 以组织清洗配合思想清理。整风学习是一种号召，�真正的恫吓还
是组织清洗：　　１９４２年６月，毛说延安到处都有“暗藏的坏人”；８月８日，又说中央党校的
２５００中，已挖出２５０个特务，估计还不止，“恐怕是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的数目”；而行政学
院，“除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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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学生本不是整风的主要对象，但毛通过康生制造的恐怖，想说谁是特务谁就是特务。　　特务如
此之多，靠整风动员时说的读书学习是无济于事的，“总学委”的真正任务就绝不是指导学习，而是
审干、肃反，说到最后也就是碍人、抓人、杀人。原广东省书记任仲夷当时在北方局学校学习，他和
党校负责人杨献珍有一段对话：“我向他建议说：‘希望党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说：‘党要你
坦白，坦白，再坦白。’我说：‘我相信党’。他说：‘党认为你有问题。’我说：‘我相信毛主席
。’他说：‘毛主席认为你有问题！’他还问我：‘你知道你呆的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是北
方局党校。他说：‘什么党校，是“格别乌”’（苏联的特务机关，后来音译为‘克格勃’）”（５
）杨献珍不是恫吓任仲夷，党校如果只是读书学习，那就不能承担“整风”的责任。党校既然是“格
别乌”，党的高级干部哪个不胆寒心怯、缴械投降？　　审干肃反的恐怖在１９４２年７、８月达到
高潮后，毛于１９４３年的９月再来和王明等人在会上算帐。　　９月７日会议开始后，博古、林伯
渠、叶剑英、朱德首先发言，点名批判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路线，但这还不能令毛泽东满意。
９月１３日，康生发言，对前几天的会议提出批评，他提出三个要点：一是联系历史来检讨王明的投
降路线，这就要追溯到王明等人的上台，追溯到四中全会，解决４１年会议不能解决的问题；二是联
系实际来检讨，要求受王明影响的长江局、东南局（博古、周恩来）等人起来揭发；三是要自我批评
，就是要服输，要自己认罪。康生发言后，毛发言说有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指王明等人，经验宗派
指不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毛要求他们：　　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吃了唐僧的经，打
一下，吐一字。只有内力、外力合作，整风才会有成效。（页２９０） 　　内力是自我认识，外力是
揭发批判。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的毛泽东，说话已经无需顾忌：不要打了才说，不打自招才好。胡
乔木认为：“毛主席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另外还有一些过激之词，有些批评也很不恰当。但当
时不可能表示异议。”（页２８８）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审干已经发明了一种斗争逻辑：“把一些干
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的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为政治问题，甚至是
反革命问题。”（页２７７）反革命的大棒在头上悬着，会场外早已是一片恐怖肃杀，谁还敢表示异
议？ 　　于是，１０月１４日再开会时，博古、罗迈、张闻天、周恩来都作了以自我否定为中心的整
风检查，有人不满意，他们就二、三次地检查，直到毛泽东认为可以放过了。比如，周恩来检讨后，
“有的说，王、博、洛、稼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
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页２９７）周当然知道他要做什么，反复地、诚恳地检讨，终获
毛的恩准，“七大”后重新进入核心，但当年的错误，成为终生的金箍咒。　　５ 任弼时的崛起　　
任弼时１９４０年３月与周恩来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随即受命领导“七大”筹备工作。４１年９月任
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４３年３月，成为中央书记处三个书记之一（另两位是毛、刘）。
胡乔木认为，任弼时之受信用，一是因为资历老，二是因为他是二方面的领导人；三是因为他是共产
国际回来的。“这里有些微妙的关系，其他人起不了他当时起的作用。”（页７０）　　什么微妙关
系？第一，资历老意味着在党内有威望，说话有人听。第二，他先是中央领导后是二方面的领导人，
与毛的一方面军没有直接关系，１９３２年的“宁都会议”前后作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他是反对毛
的，甚至还给毛了个“狭隘经验论”的称号，用他既可避嫌，也可反映出“五湖四海”干部政策。第
三，毛、任之间有过愉快的合作。１９３０年，毛泽东在苏区大“打ＡＢ团”，１９３０年１１月项
英代表中央到达江西苏区后，纠正了毛泽东在“肃ＡＢ团”中的过火做法，并部分削弱了毛泽东的权
力。１９３１年４月，任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到达江西苏区，全权负责处理由于“打ＡＢ”过火而逼
出来的“富田事变”。下车伊始，代表团就坚决支持毛泽东而反对项英，恢复并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力
，与毛密切合作联手部署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肃ＡＢ团”。第四，他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给党内的
印象似乎有国际背景，却又不是王明集团的人；　　党是一个战斗集体，它需要选拔立场坚定而又干
练有为的干部。但既然是一个集体，是一个山头林立、派别纷繁的结合体，仅仅靠共同的理想和铁的
纪律是不能聚合紧密的，这就要求选拔干部要考虑到各个山头、派别的利益，平衡各方势力仍是任用
干部的首要因素。　　任弼时的崛起主要在于他能起“其他人起不了的作用”，与刘少奇、康生相比
，任不是毛的心腹亲信，对他的“信”取决于他的“用”。如果不能“用”，就要请他下来。转战陕
北时，任弼时为中央纵队司令，因部队去向问题而与毛吵得很厉害，尽管任的出发点是为了毛的安全
，但他居然敢与毛吵架，就不得不把他的位置让给不敢和毛吵架的周恩来。　　６ 还得看苏联脸色　
　对毛与王明等人的斗争的理解之一，是毛对中共独立性的维护。但实际上，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和服
从远远超过通常的理解。这一点，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有详细研究。　　
延安整风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提出这一概念的有功人员，或极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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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刘少奇），或受到谅解（如王稼祥）。“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毛与党内“莫斯科派
”较量的成果，是他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确立的标志。但“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始终
拒绝承认这个提法，苏联报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
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思想，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
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删去，并且在１９５６年八大
不提了。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中共中央才开始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页３２９）　　１９４９年１月，毛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就要求把草案中的“毛泽
东思想”换成别的词；１９４９年３月，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讲，不要把他和马、恩、列、斯并列
，“如果并列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大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就不好。”（页
３２８）１９５０年，毛在修改《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时，一律删去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
思想体系”有用语。　　毛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口头上不讲，并不是心中不坚持。毛一直非常看重自
己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历史贡献，相信他所开创的革命道路对落后国家的革命有普遍指导意义，建国一
个月，他就指示有关部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的榜样作用。而且，不提“毛泽东思想”不等不歌颂毛泽
东，就在他挥笔删去“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时期，还在宣传口号中加上“毛主席万岁”提法（６）　
　所以，毛对斯大林肯定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
争的历史责任时，毛深受鼓舞；而当１９５４年，英共在翻译《毛泽东选集》，删去一篇文章中“革
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
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段话时，毛无论如何不能接受。（７）１９５６年的“八
大”上，米高扬在致辞中不提中共在理论上的贡献，毛干脆负气没有出席米高扬致辞的那次会议。　
　中国革命确实有自己的一套，只是由于苏联的压力而不能讲，以毛这样一个不服输的坚强性格，当
然心潮激荡。斯大林死后，毛终于越来越不把苏联当回事。中苏意识形态论争的种子，在它的蜜月期
就埋下了。　　７ 美国　　９０年代中期，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的畅销书在中外都产生了影
响，它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情绪受到不少批评，有一篇批评文章发问道：中国什么时候对美国说过“是
”？４９年以后我们就“一边倒”，从来没有屈服于美国，因此现在说“不”就不是什么国力强大后
与美国的分庭抗礼，而是老调重弹，这种调子弹多了，对中国进入世界文明主流没有什么好处。　　
这篇文章的大致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说我们从未对美国说过“是”，就与史实有异了。　　１
９４３年９月１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的外交以美为主、英为次，美英对我们也有些帮
助。如新四军事件，许多消息能立即发到美国去。（参见页１１１）　　１９４４年７月４日，是美
国１６８年国庆，毛泽东要胡为《解放日报》写一篇社论，题为《庆祝美国国庆── 自由民主的伟大
节日》，�文中谈到美国革命、独立，对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人在世界自由民主运动中的影响颇为
赞许，对美国评价很高。“没有一句批评美国的话。”（页８８）　　也是在这个７月，美军观察组
到延安，“毛主席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格外重视。延安机场非常简陋，在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前，只偶
尔用一下，大飞机起降很不安全。为保证美军观察组安全抵达，毛主席亲自草拟了一分电报，详细说
明了机场的情况，包括规模、走向以及各种标记。”（页３３５）８月１５日，《解放日报》发表社
论《欢迎美军观察战友们》，“战友们”这一关切称呼是毛亲自加上的。　　１９４５年底，马歇尔
来华斡旋国共冲突，中共对他印象很好，当时传说毛泽东要去苏联养病，美国人十分敏感。为此，毛
要周恩来带话给他：“我要出国首先要去美国。”（页８８）　　毛主席对马歇尔的态度始终非常慎
重，从未听到毛主席说过马歇尔的坏话，即使后来我们与美国当局的关系很坏了，也没有说过他个人
什么。（页４２９）　　当然，毛并不真的对美国的自由民主感兴趣。７月４日的社论中说：“我们
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
以推进国家的建设。”（页３３６）毛对美国的称颂，原是有相当的实用考虑的，他希望美国能实际
支援中国的抗战和战后的建设。至少在当时，他还没有让意识形态的狂热取代现实功利的考虑。　　
８ 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　　１９４５年，毛本不想去重庆谈判，“那个时候，我是不想去的
。因为斯大林执意要求，我还是去了。”（８）对于中共来说，谈判的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毛还与
国民党人士广泛接触，顺带完成了对国民党的考察。他所形成的判断是：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
像灰尘一样可以吃掉的。（页４１９）回到延安后，毛又说蒋：　　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
。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
消了，这是十八年未有之事。说他是坚决反革命，我看不见得。（４２２）　　写作回忆录时，胡乔
木参考前些年台湾公布蒋介石写于此时的日记，认为蒋是虚伪的，是两面派。政治家从来有虚伪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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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蒋也不例外，但毛的洞察力仍是一流的：蒋介石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路线”，
搞民主没气量，行独裁没胆量；既不能以民主赢得人心，又不能以独裁巩固政权，两边不到位。哪里
能像共产党这样目的明确，路线坚定，聚精会神、一无所忌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储安平说的
民主的多少与有无问题。所以尽管毛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才去重庆谈判的，但山城之行确实收获非浅
：他摸到了蒋介石的底。　　９ “何必提社会主义”　　尽管毛在５０年代中期说过，看到千百万农
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比三大战役的胜利还要高兴，但毛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无疑是４８、４９年。“
那段时间，毛主席神采焕发，文才武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显示出人民大革命胜利前夕一代伟人的
气魄。”（页５１７）　　这是改天换地的时期，毛一方面挥洒自如地指挥三大战役，另一方面也在
考虑革命后的社会制度。　　１９４７年中央的“十二月会议”期间，针对有人提出应把社会主义前
途写进会议文件的意见，毛泽东大拨冷水：“这也是急性病，人家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搞了十五、
六年，到１９３２年才正式搞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还在消灭封建，社会主义还早着呢！何必提社会主
义？”他还针对不久前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后的“左”，提出一定要反“左”，甚至指出
：“地主当作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则要区别情况。要知道，千百万地主富农现在是生产力，将来是
朋友，现在要改造，将来会改好的。”这是毛对地主说过的最温和的话。　　１９４９年１月，毛认
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持续十多年时间，以后再以不流血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转变，在此期间必须一方面
反右倾，反对向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要允许利用私人资本主
义，“总之，这就是稳健，不要希望太快社会主义化，否则要犯大错误。”（页５４５）　　一言九
鼎，１９４９年９月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没有提社会主义。　　然而，仅仅３、４年后，１９５２
年９月２４日，毛就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提出，现在就要开始用１０年到１５年的时间基本完成
到社会主义的过渡；１９５３年６月，毛在审阅１９５３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周恩来的结论时，
用批示的形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然推翻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并批判刘少奇、邓
子恢“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设想；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就是反对周恩来等提出的“稳妥”；
至于地主，从土改到文革，从来没有停止过肉体消灭。　　转向如此之快，原因有两个：　　第一，
毛实际上对未来的社会体制并无清楚认识，之所以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十多年的时间，并没有什
么认真的研究，只是从书本上照抄下来。“按《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介绍，１９２５年底苏联国民
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从１９２６年开始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到１９３３年底取得决定性的胜
利，共花了８年时间。按斯大林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５日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所讲的情况
，苏联１９２４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到１９３６年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被完全消灭，时间
则为１３年。”（９）毛历来反对照搬苏联教条，但在这样一个空前规模的社会改造工程上，他却亦
步亦趋地模仿老大哥──当然也有不同，原来的设想是１０年到１５年过渡到社会主义，算是留了一
点机动时间，但实际上，即使算到大跃进的１９５８年，过渡时期也不过只有５年。　　第二，无论
如何辉煌，毛此时还处在夺权阶段，言行均有所成忌。即使在气吞山河的得意时分，毛也保持着必要
的谨慎。更准确地说，正因为他谨慎，所以才使他不断进步。尽管在实际的政治行动中，左的做法从
未停止，但在大的原则上，毛还是相当注意分寸的。一旦利用掌握了政权，没收了官僚资本，加上农
民的合作经济，毛认为共产党就可以领导经济，在全国各个领域推行自己的主张了。　　１０ “晚年
问题”　　自斯大林暴政部分披露之后，“晚年”成为毛泽东的忌讳。庐山会议期间，周小舟、李锐
有过毛“很像斯大林晚年”的议论，此事被揭发出来，引起轩然大波。８月１０日，乔木奉命到会作
了一个“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发言。他从六个方面作了斯、毛：　　（１）斯大林晚年
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则从未犯此错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他的发明，人民公社、大跃进
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的产物；　　（２）斯大林晚年在党内不讲民主或很少讲民主，连中央全会都不开
，�毛却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经常开扩大的全会；　　（３）斯大林晚年搞个人迷
信，毛与他相反，不许祝寿、不许以个人名命地名，毛的塑像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　　（４）
斯大林的肃反错杀了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毛没有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
；　　（５）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苏联农业３０年没有超过沙皇
时代的最高水平；毛虽然六十多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简直可
以说是辩证法的化身；　　（６）斯大林晚年有大国沙文主义，毛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１０） �
　　事实上，毛泽东不是斯大林，但“晚年”的行径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１）脱离群众，作为
毛式群众路线典型的大跃进，恰恰是压服、驱打群众的运动；不但人民群众，连政治局委员也很少能
见到自己的领袖。　　（２）党内没有民主，延安整风确立了毛在党内的独尊地位；１９５６年反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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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之后，连此前稍微可以向毛反映一点不同意见的刘少奇，也不能向毛进言了。１９５８年北戴河会
议，王稼祥不同意搞公社决议，他与刘少奇谈了，刘要他向毛反映，王不敢。后来刘少奇反映了，引
起毛极大的反感。从１９６６到１９７５年，“人大”没有开，宪法没有变，但国家元首却被毛置于
死地，政治局、国务院名存实亡。　　（３）个人迷信，毛制造个人崇拜的手段要超过斯大林。林彪
的说法是所有革命导师中毛最伟大，他的“肚子里可以开飞机”。（１１）　　（４）毛的党内整肃
丝毫不亚于斯大林，３０名政治局委员打倒２７人；书记处１７人打倒１４人；１０个元帅除病故、
休养的（刘伯承实际上在１９５８年也挨了批）和林彪外，全部被打倒或靠边站，冤狱遍于国中；　
　（５）毛在好动爱斗上确实比青年人更青年人，但其结果只是造成“天下大乱”，农业产量在他生
前从来没有超过集体化之前的１９５２年，从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７０年
代末，“中国农民中大多数人没有真正吃饱过肚子”。（１２）　　（６）毛的较少有“大国沙文主
义”，因毛在国际共动史上毕竟没有斯大林的地位，为了在斯大林之后充当国际共运的中心，当被压
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在中国很多人饿死的情况下耗散了亿万资财支援世界革命。　　毛
喜欢也善于读史，为什么没有从近在眼前的斯大林吸取教训？他确实批评过斯大林，１９５６年中央
政治局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毛说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王明路线、抗战初期“一切通过
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不准打内战、１９４９年不愿订立同盟互助条约。其实，１９２７年之前，
斯大林就整过中共，只是那时毛还未掌权，可以忽略不计。而且毛也试图分析斯大林“错误”的原因
。１９５７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认为斯大林有形而上学的观点，如不承认对立面的统
一，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等等。　　问题是，“秘
密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揭露斯大林滥杀无辜、肆行恐怖统治的违法犯罪行为，毛却根本回避这一点而
为之辩护：第一层，斯大林肃反杀了一百万人，但其中确有一些反革命，这就应当受到肯定，至于那
些被冤杀的人，属于扩大化。第二层，之所以发生扩大化，毛认为在客观上，共产主义事业空前伟大
、前无古人，犯错误是难免的；在主观上，则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
法问题”；第三层，思想方法的片面也不是故意的，而是“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上产生了主
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所以，空前绝后的国家暴政、大规模的杀戳，说到底是好人犯错误、好心
办错事。这就是《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４月５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说的：
“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
个犯了严重错误的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由于毛没有从国家制度和法律上反
省斯大林的“错误”，却以客观上的“难免”和主观上的好心来总结斯大林的教训，所以他尽管对斯
大林蔑视他感到感到愤怒，但第一条便是保护斯大林，检起被赫鲁晓夫丢掉的“刀子”，把斯大林的
恐怖政策作了创造性的发挥。　　于是，２１年后，又是乔木告诉人们：“毛主席在很长的时间认为
，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１３）１９８０年，乔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否定了毛的晚年，论据差不多也就是１９５９年他否定的那几条。不知乔木此时可曾想到他
在庐山会议上的毛、斯对比。既然毛泽东就是斯大林，那么毛的“错误”也可以用“难免”和“好心
”，用认识上的片面性来豁免。乔木认为，发生“文革”这样的事，“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阶级斗
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１４）还是认识问题、思想方法问题。　　有意思的是，当赫鲁晓夫
受到中共影响试图肯定斯大林时，曾说过“当斯大林犯错误、破坏法制时，他依然深信自己这样做是
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１５）而《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说：毛泽东“
在他犯有严重错误的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
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句话的语
式和内容都是毛当年评论斯大林时用过的。“悲剧”的实质是好心办错事，如此既否定其“晚年”，
又保护其总体。　　所以毫不奇怪，“毛基本上是斯大林类型的，但在建设新世界方面，在科学技术
上，还不及斯大林有远见。”（１６）其实这不只是远见问题，而是刻意轻视科技，并以此自豪：“
斯大林的两个口号没有辩证法，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１７）毛确实
想走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论十大关系》一开始就说：“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
走了一些弯路，现在更要引以为戒。”但正如毛在成都会议上说的，十大关系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
法有所不同。“他们是由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１８）相同的原则就
是坚持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不同的方法是时时抓在手上可以恣意整人的的“阶级斗争”、强迫
群众的“群众运动”。两相结合：“‘新东西’没有创造出来，‘折腾’和‘胡闹’倒非苏联所能比
拟。”“他们在几届五年计划中没有出现过我们当年的猛上猛下，没有出现过那种“三年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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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量饿死过人，是农业集体化时期的事。同工业发展无关。”（１９）技术、文化之类在毛看
来简直就五文不值，甚至还有反动作用，“书读得越多越蠢”是毛的口头禅。据于光远披露，陆定一
曾对他说：“建国后，我在党内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应该提出在革命时期参加工作的领导干部
，凡是没有大学毕业的，统统要进学校，读到大学毕业程度。那时大多数人还比较年轻，书还读得进
去。如果那时我这么做，党中央接受了我的建议，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就不会是这个样子，那
场文化大革命也许可以避免。”（２０）陆定一当然有自己的责任，但即使当时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毛也决不会理睬，倒是陆本人可能会提前被打倒。　　在科技方面没有斯大林有远见，但在个人崇拜
上却青出于蓝。在１９７８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乔木说过：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个人和党的关
系没有处理好，但他们有些方面的作法还是有分寸的。例如斯大林的学术文章，一般是在刊物上发表
，如《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在刊物发表半个月后，《真理报》才应读者要求转载（其他报纸
不转载），而且从第二版开始，也不用大字大标题。而我们在报纸上，只要是毛主席写的东西，不管
什么文章，甚至诗词家信，还有各种手迹，非登第一版不可，有时还在第一版几乎用整个版面来登领
袖照片，这些都是世界上少见的。（２１）斯大林焉能不自叹不如？　　１１ 乔木与毛泽东　　乔木
以毛的秘书而成为党的理论家，“难免”在许多方面接受了毛的语言。１９８１年，他在《当前思想
战线上的若干问题》中这样批判电影《苦恋》：　　像对于《苦恋》这样显然存在着严重政治错误的
作品，我们的文艺批评界的许多同志竟然长时间内没有给予应有的批评，直至让它拍成电影。在《解
放军报》发表批评以后，一些同志除了指责这些评论文章的缺点以外，仍然不表示什么鲜明的态度。
这不但是软弱，而且是失职。⋯⋯我们再不能容忍这种状态继续下去了。（２２）　　这种语气很像
毛泽东。毛在１９５１年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
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产不是事
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１９５４年在关于红楼
梦研究的信中说：“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
，至今没有被批判。”　　１９５０年《清宫秘史》公演之初，毛不但说它是卖国主义的，而且还通
过江青要求发动批判，但为中宣部拒绝。当时的乔木还特意说：少奇同志说的，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
影片，不能批判。（２３）１９８５年９月，乔木在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否定了当年对
《武训传》的批判。不过身为党的领导人，对《苦恋》还是要批的。只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文艺批判
也要有变化。第一，不叫“批判”而叫“批评”；第二，不是“投降”而是“失职”。从毛泽东到胡
乔木，既是批判传统的继续，也是批判方法的更新。　　胡乔木简历　　１９１２年６月１日生于江
苏盐城县鞍湖乡。　　１９３０年在清华大学参加青年团，“九一八”后参与领导学生运动。　　１
９３２年在盐城入党，从事宣传组织活动。　　１９３６年后在上海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江苏省
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长。　　１９３７年７月到延安，先后在中宣部、战时青训班、毛泽东干部学校工
作。　　１９４１年２月任毛泽东秘书。　　１９４８年４月任新华社总编辑、社长、中宣部副部长
。　　１９４９年后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副秘书长、书记处候补书记。　　１９７９年后，任
中央委员、副秘书长、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　　１９９２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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